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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者的“效率悖论”:外出务工经历
何以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

胡　 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５)

　 　 摘　 要:大量农村劳动力返乡就业创业改变了农村固有的要素市场结构,对乡村产业振

兴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然而在农业方面,返乡者却遭遇了令人困惑的“效率悖论”:
本应作为农业现代化生力军的返乡劳动力群体,其农业生产效率表现反而落后于留守农户,
返乡者务工所积累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未能如预期般转化为农业效率的提升。 本文利

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究其原因:一是长期离农使返乡务农者短期内的务农专业

性下降;二是偏低的务农收入和外出非农就业经历使返乡务农者更倾向于采取兼业形式,并
将工作重心放在非农产业上。 此外,以人力资本偏低的被动返乡者为主的返乡群体特征也

加剧了这一问题。 破解这一问题,一是要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提高农业收益,激励返乡者从

事专业化、商品化的农业生产;二是要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分工弥补返乡者农业技

术的缺陷;三是要继续完善农地流转市场,让土地适度集中到少部分以务农为主的返乡者手

中,实现返乡红利对现代农业的滋养。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返乡创业;外出务工;非农就业

一、引　 言

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高质量农业经营主

体。 近年来出现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返乡就业创业,为解决农业农村人才问题创造了契机。 据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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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部数据,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 １２２０ 万人,到 ２０２５ 年预计将超过 １５００ 万

人①。 当前的返乡者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比重越来越高。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oｒ－
ｆo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ＣＬＤＳ) 数据显示,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返乡者从事农业的比重从 ３７. ８３％上升到

４０. ３０％,未来计划务农的比重从 ４２. ９５％上升到 ４７. ０７％。 可见,返乡者正成为十分重要的一类农业

经营主体,他们的农业经营行为和效率对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劳动力返乡将通过资金反哺、技术扩散、风险抵御等渠道赋能农业生产

(Ｔａｙｌoｒ 等,２００３)。 但在现实中,返乡者在农业方面却遭遇了令人困惑的“效率悖论”:外出务工经历

所积累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未能如预期转化为农业效率的提升,返乡者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表现

反而不如留守农户。 这一现象在多项研究中被观察到,例如,张凤兵等(２０２１)发现劳动力返乡降低

了种植业尤其是粮食作物的土地和劳动产出率,张超等(２０２３)发现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总体上使水

稻生产技术效率出现下降。 究其原因: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大多从事非农工作,他们在非农部门

积累的经验、技术等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农业生产经营能力;另一方面,在务农收益偏低的情况下,部分

返乡者并没有全心投入农业生产。 趋势性的农村劳动力返乡究竟会如何影响农业效率,仍然是一个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过去返乡者务农的比重不高,因此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较少。 部分学者认为,外出务工经历

对于农户采用更加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具有积极影响。 例如,石智雷等(２０１１)基于湖北省回

流劳动力的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提升了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的概率,使得粮食亩产有所上升;罗
明忠等(２０１９)基于广东省韶关市和清远市农户的研究发现,务工经历提高了农户社会资本和资金的

利用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使用;肖剑等(２０２２)基于 ＣＬＤＳ 数据的研究发现,外出务

工经历提升了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使务农者表现出更加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倾向;
Ｑｉａｎ 等(２０１６)对江西省农户的研究同样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使农户更倾向于使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

式,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更高。 综上可知,外出务工经历有助于改变农户主观上的农业生产行为,使其

趋向于现代化、商品化。 但是,从反映客观结果的效率指标上看,依然缺少证据证明外出务工经历确

实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在少数对效率的研究中:石智雷等(２０１１)发现,外出务工使农户的粮食亩

产上升了 １８. ７％,但劳均农业收入下降了 １８. ７％;张超等(２０２３)基于长江流域四省水稻种植户的研

究发现,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总体上使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下降了 １４~１５ 个百分点。
如果将农户的家庭农业生产经营视为一类特殊的创业或自雇,那么国内外学界对于返乡创业绩

效的大量研究则有了借鉴意义。 相关研究认为,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者的创业绩效存在正反两方面

影响。 在正面影响上,返乡者在外务工时积累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和能力,有
利于他们更好地经营企业(Ｍａｒｃｈｅｔｔａ,２０１２;Ｋｖｅｄｅｒ 等,２０１３;王轶等,２０２０)。 Ｌａｚｅａｒ(２００４)的创业“多
面手”理论(Ｊａｃｋ－oｆ－Ａｌｌ－Ｔｒａｄｅｓ)表明,各方面能力均衡的人比专注于某一项技能的人更适合作为企

业家。 根据这一理论,返乡者丰富的工作经历将使他们比留守者有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 Ｄéｍｕｒｇｅｒ
等(２０１１)和 Ｍａｈé(２０２２)分别用中国安徽和埃及返乡者的数据证实,返乡者在外从事的工作类型越

多,返乡后创业的概率越大,创业绩效越好。 在负面影响上,长期外出会降低返乡者在家乡的个人声

誉、人员关系和社会评价等,这些“软资本” 缺失会对创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Ｗａｈｂａ 等,２０１２;
Ｗａｓｓｉｎｋ 等,２０２２)。 也有研究表明,外出务工并不一定会削弱返乡者在家乡的社会资本,关键取决于

个人对家乡社会网络的重视和维护程度(Ｌｉｎ 等,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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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当前学界对于农村劳动力返乡如何影响农业效率的问题已进行了初步探索,但仍存在

可拓展空间:首先,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的净效应在实证上仍存在争议。 在中国农村的

情境下,外出务工经历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哪个更大,净效应如何,仍有待探讨。 其次,外出务工经历影

响农业生产效率的机制分析尚不完善。 现有研究的分析框架中并未考虑务农收益偏低带来的目标扭

曲问题,而这可能导致返乡务农者“能而不为”的情况。 再次,对返乡者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考虑不足。
不同返乡动机、人力资本、工作经历的返乡者间行为差别很大,将其作为整体分析难以得出有针对性

的结论和启示。 鉴于此,本文利用 ＣＬＤＳ 中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实证

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农村劳动力返乡如何影响中

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本文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于 ＣＬＤＳ 大样本、广覆盖的面板数据,以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反映农业生产效率水平,从微观效率角度回答农村劳动力返乡如何影响中国农业发展的问题。 第

二,在机制方面,同时考虑外出务工带来的务农专业性下降和非农就业倾向问题,以及宏观因素的影

响,进一步完善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理论框架。 第三,充分考虑到返乡务农者群体的内

部差异,对不同类型、不同特征、处于不同环境下的返乡务农者区别分析,得出更加细致准确的结论。

二、现实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返乡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劳动力得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虽然劳动力

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是过去 ４０ 多年的主要趋势,但劳动力的返乡和回流也

从未间断。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返乡潮:第一次是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 年。
迫于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对经济领域进行治理整顿,严惩贪污腐败,经济发展速度随之放缓,
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无望,不得不返回家乡。 第二次是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 当时中国正处于国有企业

改革和乡镇企业改制的关键阶段,大量城镇职工下岗,对进城农民工就业形成挤压,大量农民工失业,
从而被迫返乡。 第三次是 ２００８ 年。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型企业订单骤减,这些企业对农

民工的就业吸纳能力大幅下降,许多农民工因此失业,被迫返乡。 第四次是 ２０２０ 年。 新冠疫情发生

后,全球经济陷入停滞,中国农民工就业也受到严重影响,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曹宗平,２０２１)。 上

述四次大的返乡潮,基本都是在宏观经济动荡背景下形成的农民工被动返乡。
近年来,随着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尤其是在中央层面«关于支持农民工

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鼓励下,越来越

多在外务工、经商、学习的农村优秀人才主动返乡寻找发展机会,使得当前的农村劳动力回流体现出

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返乡人才规模持续扩大。 ２０１６ 年全国各类返乡

入乡创业创新人员为 ５７０ 万人,２０２２ 年达到 １２２０ 万人,６ 年间增长了 １１４. ０４％。 二是返乡就业创业

层次不断提高。 统计显示,当前的返乡入乡创业项目中,５５％的项目运用了信息技术,８５％以上属于

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这些项目广泛涉及产加销服、农文旅教等诸多领域①。 三是经济效应愈加凸

显。 返乡入乡创业主体的持续涌现,以及各地农村创业示范园区的不断建立,为农村产业发展增添了

活力,同时也为农民创造了更多本地就业机会,切实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
(二)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

厘清农村劳动力返乡如何影响中国农业生产效率,需要依次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劳动力返乡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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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愿意从事农业,二是从事农业的返乡者是否具有更高的效率。 对于第一个问题,前文已经说明,返
乡务农者正成为中国十分重要的一类农业经营主体。 本文重点探讨第二个问题:在当前农村环境下,
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返乡务农者是否实现了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 本文认为,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

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至于哪个方向的影响更大,则需要结合宏观环境特征

做出判断。
１. 正面效应:人力资本积累与能力跃迁。 与传统小农相比,现代化家庭农场具有生产规模大、专

业化程度高、经营风险大、商品化程度高的特征,因此也对经营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求他

们了解农业技术,还要善于经营和管理。 相较于留守务农者∗,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务农者来说相当

于一种对人力资本的系统性投资,包括通用型人力资本提升和潜在农业专用型人力资本积累两部分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２)。 对于前者来说,城市工作经历显著提升了返乡者的认知能力(例如信息处理能力、学
习能力等)、非认知能力(例如时间管理、纪律性等)、社会资本等(Ｈｅｃｋｍａｎ 等,２０１２);对于后者来说,
部分务工行业获得的技能(例如组织协调、成本核算等)具有可迁移性(Ｇｉｂｂoｎｓ 等,２００４),这为以现

代化方式经营农业从而实现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奠定了基础。 实证研究发现,返乡务农者往往拥有

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肖剑等,２０２２),更乐于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模式(罗
明忠等,２０１９;Ｌｉｕ 等,２０２２),具有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石智雷等,２０１１)。

当前中国农业正经历从生存导向向市场导向、从碎片化向规模化、从经验型向技术型的转变(陈
锡文,２０１４)。 在此背景下,返乡者所具备的市场意识、管理潜能和风险承担意愿是留守务农者相对

缺乏的关键要素。 与传统小农相比,现代化家庭农场往往具有相当高的市场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与

微型企业十分相似(胡祎,２０２３),这对经营者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相较于留守务农者,返乡

务农者在城市务工多年,其经历更多元、能力组合更均衡,更契合现代化家庭农场对经营者包括技术

采纳、市场决策、风险管理、资源配置等在内的复合能力的刚性需求。 根据创业 “多面手” 理论

(Ｌａｚｅａｒ,２００４),返乡者显然是“各方面能力更均衡”的农业经营者,可以预期,返乡者的外出务工经历

将对他们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
２. 负面效应:技能错配、路径依赖与激励不足。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

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长期离农使返乡者务农专业性下降。 农业是需要长期积累生产经验

的行业,外出务工无疑阻断了这一积累过程。 外出期间农业生产技术、品种、政策、市场规则持续更

新,使返乡者在返乡务农初期与留守务农者形成了技术鸿沟。 有研究表明,随着基因编辑等现代生物

育种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农业生产技术每隔三五年就会有一次比较大的更新换代(金文成等,２０２３);
同时,近年来各地的农业补贴政策、农业经营模式、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也在持续变化。 返乡者从

事农业生产,需要重新投资于农业专用型人力资本,例如学习现代化作物种植技术、掌握农机操作技

术、了解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等,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和适应时间,在此期间他们的农业全要

素生产率必然较低(苏芳芳等,２０２４)。 对于经营规模较大和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来说,这个问题尤

其突出。 较大经营规模意味着需要更精确地掌握技术细节以控制成本费用,种植经济作物相较于种

植粮食作物也需要更复杂的农业技术(郑志浩等,２０２４),经营规模越大、作物经济价值越高,对精准

化、标准化、知识密集型生产管理的要求越高,返乡者初期面临的“技能约束”和决策失误风险就越

大。 但是,这种不利影响会随着返乡者连续务农时间的延长而减弱,并最终消失。 凭借着外出务工积

累的人力资本,返乡务农者能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快速提高务农专业性,达到与留守务农者一致甚至

更高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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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文中,“留守务农者”概念与“返乡务农者”对应,特指没有外出务工经历,一直在家乡务农的农民



第二,外出务工经历使返乡者倾向于非农就业。 返乡者从事农业,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将农业作为

主业,也可能只是发挥家庭农业提供基本口粮的功能。 有研究表明,外出务工者返乡后,更倾向于继

续从事在外务工时从事的行业,而非家乡的优势产业(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２１)。 究其原因:一是存在职业路

径依赖。 理论上说,外出务工经历塑造了返乡者的职业认同、社会网络和比较收益预期,返乡后,他们

从事建筑业、服务业、零售业等相对熟悉行业的边际转换成本更低、预期收入更稳定,对他们来说更有

吸引力。 二是存在农业目标偏移。 对于部分返乡者来说,农业经营的目标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保障

家庭食物安全、利用闲置资源、维持社会保障或生活方式偏好(郑阳阳等,２０１９)。 三是存在机会成本

约束。 在当前务农收入相对低于务工收入的背景下,将更多劳动力配置到非农部门对农户来说是理

性选择,这无疑抑制了返乡者在农业上应用和深化人力资本的动力。 综上可知,对于不以利润最大化

为农业经营目标的返乡者,他们在外积累的各种资源就难以在农业中发挥出来。 他们在进行农业生

产决策时,会优先考虑如何生产出绿色、健康的农产品供给家庭,以及如何充分利用家庭“闲置”劳动

力和零散劳动时间,而非成本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 可以预期,在这样的目标和行为下,他们的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必然不高。
３. 宏观因素调节效应。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反两

个方向的影响,其净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因素,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外出

务工经历的正面效应要在务农收益较高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发挥。 根据激励理论,农产品相对价格是

决定农业经营比较收益的关键信号。 只有当务农收益显著且稳定地接近或超过非农就业机会时,才
能有效激励返乡者将农业作为主业,并充分投入其积累的人力资本进行专业化、商品化、高效率生产,
将家庭农场打造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现代农业“企业”。 相反,如果务农收益持续偏低,返乡者在

保持较高效率的情况下依然难以获得可观收入,他们必然将工作重心放到非农产业上(朱满德等,
２０２３)。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经历的正面效应将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提升能有效

抑制外出务工经历的负面效应。 随着农产品价格提高,有利的价格环境将能补偿返乡者再学习成本、
专用性投资风险和务农的机会成本,从而扭转其非农就业优先的倾向,促使其将人力资本优势应用于

农业。 与从事非农工作相比,务农具有工作时间灵活、便于照顾家庭、亲近自然环境、收获时获得巨大

成就感等优势(邱生荣等,２０１５)。 因此,只要返乡者的务农收入能大致达到非农就业的水平,就能激

励他们以农业为主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实现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
总体来看,外出务工经历使返乡务农者具备潜在的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通用型人力资本优

势,但面临农业专用型人力资本短期短缺、就业路径依赖和务农收益激励不足导致兼业化的多重现实

约束。 在农产品价格相对偏低的宏观环境下,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效应将

超过正向效应,导致返乡务农者的农业生产效率暂时性地低于相对专业度更高的留守务农者,这是返

乡者“效率悖论”的根本成因。 但是,这种效应是动态变化的。 随着返乡者连续务农时间的延长和宏

观环境的改善,其效率潜力有望逐步释放,从而使得净效应由负转正。 综上,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

图 １ 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自 ＣＬＤＳ。 之所以选择这套数据,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ＣＬＤＳ 数

据具有较强的全国代表性。 ＣＬＤＳ 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样本覆

盖全国 ２９ 个省份,涉及全国 ３６８ 个社区、１３５０１ 个家庭和 １６５３７ 个劳动者。 第二,ＣＬＤＳ 数据符合本文

实证分析需求。 ＣＬＤＳ 数据一方面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投入产出数据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另一方面对

—２５—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２５ 年第 １０ 期　 　



宏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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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返乡 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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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专业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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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正面效应

图 １　 理论分析框架

农户家庭中主要劳动力的迁移和工作经历也有记录,是当前国内可获得的大型微观数据库中最符合

本文研究需求的数据。
本文主要使用 ＣＬＤＳ 中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三轮调查的面板数据∗,具体数据处理过程如

下:首先,确定以农户家庭为分析单元,剔除城镇社区的样本;其次,考虑到本文关注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剔除完全不从事家庭农业生产的农户样本;再次,考虑到外出务工经历是劳动力层面的指标,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是农户层面的指标,因此,通过家庭编号将家庭主事者个人信息与其所在家庭信息进行

匹配。 最后,基于家庭编号将三轮调查数据匹配合并,最终得到包含 ５７９０ 个农户层面观测值的非平

衡面板数据。 此外,由于在构建工具变量时需要用到滞后一期数据,本文也使用了 ＣＬＤＳ 中 ２０１２ 年

的部分数据。
(二)模型设定

１. 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模型。 根据现有文献(Ｃｈａｒｉ 等,２０２１;Ａｄａｍoｐoｕｌoｓ 等,２０２２),
从微观家户层面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一般设定经典的 Ｃ－Ｄ 生产函数为农业生产函数形式。 在短期

内,平均意义而言,农户对于土地、资本等投入要素的调整能力较弱,调整速度较慢,适宜采用 Ｃ－Ｄ 生

产函数(Ｌｉｎ,１９９２;李谷成等,２０１０)。 参考王璐等(２０２０)的做法,本文设定农户的农业生产函数

如下:
Ｙｉｔ ＝ ＡｉｔＫα

ｉｔＴβ
ｉｔＬγ

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为农户 ｉ 在 ｔ 年的农业总产出,Ａｉｔ为农户 ｉ 在 ｔ 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Ｋｉｔ为资本投入,Ｔｉｔ为

土地投入,Ｌｉｔ为劳动力投入。 为提高农户层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比性,本文聚焦种植业生产,即
只考虑农业生产项目包括菜园、果园、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农户,剔除农业经营项目中包括山

林(经济林)、家庭畜禽养殖、牧业、渔业的农户∗∗。
参照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朱喜等,２０１１;盖庆恩等,２０１７;王璐等,２０２０;Ｃｈａｒｉ 等,２０２１),本文以

(１)式的 Ｃ－Ｄ 函数为基础,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农户的农业生产函数,具体如下:
ｌｎＹｉｔ ＝ αｌｎＫ ｉｔ ＋ βｌｎＴｉｔ ＋ γｌｎＬｉｔ ＋ λｖ ＋ δｔ ＋ λｖ × δｔ ＋ εｉ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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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ＣＬＤＳ 数据库是目前仅有的既关注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的过往经历,又关注家庭农业生产情况的大型公开微观数据库。 虽然只

更新到 ２０１８ 年,但其调查指标对于本文研究具有不可替代性

此类农户占比相对较低,在所有从事农业的农户样本中占比为 ２０. ８２％



其中,λｖ 和 δｔ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为残差项,其他变量定义同(１)式。 在估计要素弹性

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如下方程计算农户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ｌｎＴＦＰ ｉｔ ＝ ｌｎＹｉｔ － α
＾
ｌｎＫ ｉｔ － β

＾
ｌｎＴｉｔ － γ

＾
ｌｎＬｉｔ (３)

其中,ｌｎＴＦＰ ｉｔ为农户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α
＾
、β

＾
、γ

＾
分别代表 α、β、γ 的估计值,其他变量定义同(１)式。

在具体的指标选择上,本文参考现有研究做法(朱喜等,２０１１),并结合 ＣＬＤＳ 数据特点,设定如

下:(１)农业总产出。 农业总产出以农户家庭种植业总体毛收入衡量,既包括农户实际售卖获得收入

的部分,也包括农户家庭自给自足消费的部分。 (２)资本投入。 资本投入以农户农业经营的总成本

衡量,主要包括农户购买种子、农药、化肥、服务等费用,即中间投入费用。 (３)土地投入。 土地投入

以农户实际耕种土地面积衡量,实际耕种面积＝承包地面积＋租入面积－租出面积－弃耕面积。 (４)劳
动力投入。 劳动力投入以农户家庭实际从事农业生产(年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超过 ３ 个月)的劳动力

人数衡量。
２. 估计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模型。 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检

验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ｌｎＴＦＰ ｉｔ ＝ β０ ＋ β１Ｍｉｇｒａｔｅｉｔ ＋ φＸ ｉｔ ＋ λｖ ＋ δｔ ＋ εｉｔ (４)

其中,Ｍｉｇｒａｔｅｉｔ为农户家庭主事者的外出务工经历;β１ 为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是本文关心的核心参数;Ｘｉｔ为控制变量;其他变量含义与前文同。

(三)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全要素生产率是

反映生产效率的重要综合性指标,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主体能够用更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出更多的

产品和服务。 具体测算方式如(３)式所示。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主事者的外出务工经历。 基于 ＣＬＤＳ 问卷中

的问题“您是否有外出务工(跨县流动半年以上)经历”生成二元变量“外出务工经历”,若回答

“是”则变量赋值为 １,回答“否”则赋值为 ０。 考虑到也有部分农民并未远离家乡,而是到县城务

工,因此本文还基于问卷中的问题“您是否有到本县(区)其他乡镇(目前居住乡镇之外)连续务工

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经历”生成二元变量“跨乡镇务工经历”,若回答“是”则变量赋值为 １,回答

“否”则赋值为 ０。
３. 控制变量。 参考朱诗娥等(２０２４)的研究,本文从家庭主事者个体层面、农户家庭层面和村庄

层面选择控制变量。 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主事者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家庭层面控制变

量包括家庭的劳动力数量、农业固定资产和土地规模;村庄层面控制变量包括村庄的地形、人均收入

和交通情况。 此外,考虑到村庄层面是否提供统一的农业服务也会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因此本

文还控制了村庄的农业服务情况。 各变量具体定义情况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四)对内生性的讨论

本文面临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自选择偏误。 农民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并
不是随机的,而是农民的自选择行为。 选择外出务工的农民可能本身能力更强,选择留守务农的农民

可能本身更善于农业经营,因此,农民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异可能来源于一些难以观测的因素

(例如能力、性格等)。 第二,遗漏变量。 虽然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已尽可能纳入影响农户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因素,但仍可能遗漏一些同时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经历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量。 鉴于此,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控制内生性,以期得到更加可靠的回归结果。

基于前人的研究经验,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拟采用村庄层面整体外出务工经历作为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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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更好地保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本文对该工具变量的取值做滞后一期处理,即采用上一期

的村庄层面外出务工率作为农户个体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上期外出务工

率”即除样本农户自身外,村庄内其他农户样本中家庭主事者有外出务工经历比例的滞后一期值。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Ｍｉｇｒａｔｅ＿ＩＶｉ,ｔ ＝

ｍｖ,ｔ －１

ｎｖ,ｔ －１
ｉｆ Ｍｉｇｒａｔｅｉ,ｔ －１ ＝ ０

ｍｖ,ｔ －１

ｎｖ,ｔ －１
ｉｆ Ｍｉｇｒａｔｅｉ,ｔ －１ ＝ 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５)

其中,Ｍｉｇｒａｔｅ＿ＩＶｉ,ｔ表示工具变量“上期外出务工率”,ｍｖ,ｔ－１表示农户 ｉ 所在村庄 ｖ 在 ｔ－１ 期时家庭主

事者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数量,ｎｖ,ｔ－１表示农户 ｉ 所在村庄 ｖ 在 ｔ－１ 期时农户样本总量,Ｍｉｇｒａｔｅｉ,ｔ－１表

示农户 ｉ 在 ｔ－１ 期时家庭主事者的外出务工经历。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定义及赋值 全样本
返乡务
农样本

留守务
农样本

差值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上文(３)式测算 ５. ７６１２ ５. ７０９５ ５. ７７２５ －０. ０６３０∗

外出务工经历
家庭主事者是否有跨县务工半年以上的经
历:有＝ １,无＝ ０ ０. ２０１２ １.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性别 家庭主事者性别:男＝ １,女＝ ０ ０. ８６５３ ０. ９２７４ ０. ８５１８ ０. ０７５６∗∗∗

年龄 家庭主事者年龄(岁) ５２. ６６７７ ４９. １８７８ ５３. ４２３４ －４. ２３５６∗∗∗

受教育年限 家庭主事者受教育年限(年) ７. １００５ ７. ７９５７ ６. ９４９５ ０. ８４６２∗∗∗

家庭劳动力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４. ５６６１ ４. ８４９０ ４. ５０４７ ０. ３４４３∗∗∗

农业固定资产
家庭农业生产相关固定资产原值(万元),包
括拖拉机、大型农机具和用于农业生产的
牲畜

０. ３３１２ ０. ２９５９ ０. ３４４９ －０. ０４９０

土地规模 家庭实际经营的农地规模(亩) １１. ７２７９ １０. ６４５２ １１. ９６３０ －１. ３１７８∗

村庄地形 村庄地形:平原＝ １,丘陵＝ ２,山区＝ ３ １. ７６０８ １. ８４７０ １. ７４２１ ０. １０４９∗∗∗

村人均收入 村户籍人口人均年收入(万元) ０. ８４０７ ０. ８１２７ ０. ８４６８ －０. ０３４１
村交通情况 村庄距离县城距离(公里) ２７. ４０４６ ２８. １９８６ ２７. ２３２１ ０. ９６６５
统一灌溉排水 村庄是否实行统一灌溉排水:是＝ １,否＝ ０ ０. ４０３２ ０. ４０９３ ０. ４０１８ ０. ００７５
提供机耕服务 村庄是否提供机耕服务:是＝ １,否＝ ０ ０. ３５６２ ０. ３４２５ ０. ３５９２ －０. ０１６７
统一防治病虫灾害 村庄是否统一防治病虫灾害:是＝ １,否＝ ０ ０. ３６９３ ０. ３９７２ ０. ３６３３ ０. ０３３９∗∗

统一购买生产资料 村庄是否统一购买生产资料:是＝ １,否＝ ０ ０. ０８６６ ０. ０８３１ ０. ０８７３ －０. ００４２
实行种植规划 村庄是否实行种植规划:是＝ １,否＝ ０ ０. ２５０５ ０. ２６０４ ０. ２４８４ ０. ０１２０

农业技术培训
村庄是否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技术培训:
是＝ １,否＝ ０ ０. ６９８９ ０. ７３３５ ０. ６９１４ ０. ０４２１∗∗∗

　 　 注:表中展示的都是均值。 差值一列展示的是外出务工样本与非外出务工样本均值之差,∗、∗∗、∗∗∗分别表示

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农业固定资产和土地规模两个变量,表中展示的是原值,后文回归分析中采用

的是其对数值

从理论上分析,本文选择村庄层面的上期外出务工率作为工具变量,符合对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

生性的要求。 从相关性的角度分析:一方面,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典型的社会网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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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éｍｕｒｇｅｒ 等,２０１１),单个农民的外出务工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村内外出务工氛围的影响,在一个劳

动力普遍外出务工的村庄中,单个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必然更大。 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不够完

善、就业信息流通不畅的情况下,亲友介绍是中国农民寻找外出就业岗位的重要方式,村庄内外出就

业的人越多,单个劳动力找到合适工作的机会就越大,他们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可能性也越大。 可

见,村庄层面的上期外出务工率与农民个体的外出务工经历是高度相关的。
从外生性的角度分析:一方面,从逻辑上来说,个体农户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会对村庄层面的

外出务工率,尤其是上期外出务工率,产生直接影响(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２１)。 虽然由于地形、气候、土地等

原因,个体农户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村庄平均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但村庄层面的农业全要

素生产率不会影响到村庄层面的上期外出务工率,因为在中国当前务工收入远高于务农收入的大环

境下,农民不大可能因为当地比较适合进行农业生产而放弃外出务工机会。 另一方面,村庄层面的上

期外出务工率主要通过影响个体农民的外出务工经历,进而影响到他们所在家庭的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而没有其他的直接影响途径。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

根据(２)式估计得到的农户农业生产要素弹性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其中,前三列为分年度样本的

估计结果,最后一列为全样本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各年度样本和全样本的要素弹性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全样本的估计结果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弹性分别为 ０. ２４０２、０. ２０８３
和 ０. ３３９３,进一步的检验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拒绝了农户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 Ｆ ＝
３７. ６５)。 这一结果与近年来基于中国农户微观数据测度的结果,尤其是基于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

大样本微观数据测算的结果一致(朱喜等,２０１１;盖庆恩等,２０１７;王璐等,２０２０),说明本文基于此要

素弹性测算的结果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样本农户的农业 ＴＦＰ。 在估计要素弹性的基础上,本文基于

(３)式计算得出样本农户的农业 ＴＦＰ。

表 ２　 农户农业生产要素弹性估计结果

变量 ２０１４ 年样本 ２０１６ 年样本 ２０１８ 年样本 全样本

土地　 ０. ２３２５∗∗∗ ０. ２８６６∗∗∗ ０. ２０１４∗∗∗ ０. ２４０２∗∗∗

劳动力 ０. １４１４∗∗∗ ０. ２３１５∗∗∗ ０. ２５９２∗∗∗ ０. ２０８３∗∗∗

资本　 ０. ３３５２∗∗∗ ０. ３４５８∗∗∗ ０. ３３５７∗∗∗ ０. ３３９３∗∗∗

(二)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４)式的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１) ~ (３)列中依次加入了家庭主事者个体特征、农户家庭

特征、村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 ３ 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始终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负且比较稳定,说明家庭主事者拥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农业 ＴＦＰ 产生

了负向影响。 这初步表明,在本文研究的时间窗口内,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 ＴＦＰ 的负向效应超

过了正向效应,宏观环境的制约导致外出务工带来的通用型人力资本优势未能在农业领域充分发挥。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主事者为男性、受教育程度高,家庭农业固定资产多、土地规模

大,所在村庄地形平坦、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农户农业 ＴＦＰ 更高;家庭主事者年龄越大,家庭农业 ＴＦＰ
越高,但这种效应存在递减趋势。 上述结果与预期基本相符,与现有研究的结论也比较一致(钱忠好

等,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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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农业 ＴＦＰ
(２)

农业 ＴＦＰ
(３)

农业 ＴＦＰ

外出务工经历　 　 　 －０. １１１６∗∗∗ －０. １００６∗∗∗ －０. ０９８７∗∗∗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３６１)
个体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庄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Ｆ 值　 　 　 　 　 　 　 ２３. ５１９８ １６. ３６６５ １２. ８１２８
调整 Ｒ２ 　 　 　 　 　 　 ０. ０５８０ ０. ０６２０ ０. ０６６０
观测值　 　 　 　 　 　 ５７９０　 ５７９０　 ５７９０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下同

(三)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考虑到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受到内生性的影响,本文将村庄层面的“上期外出务工率”作为工具变

量,进行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１) ~ (８)列为逐步加入家庭主事者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
村庄特征和农业服务特征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相似,２ＳＬＳ 回归中也控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从表 ４ 结果可以看出,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比较稳健,都在 ５％的

水平上显著为负,再次表明家庭主事者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家庭农业 ＴＦＰ 产生了负向影响。 对比分析

发现,核心解释变量“外出务工经历”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在 ２ＳＬＳ 回归中更大(１. ８２０４>０. ０９８７),说
明在不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 ＴＦＰ 的负向影响被低估了。 这也验证了前文对内

生性的分析,即农民的外出务工决策受到个人能力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往

往能力更强,能力更强这一因素中和了一部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 ＴＦＰ 的负面效应。 ２ＳＬＳ 的第一阶

段回归结果显示,村级层面的“上期外出务工率”与农户家庭主事者的“外出务工经历”高度相关,弱
工具变量检验 Ｆ 统计量基本都大于 １０ 这一经验判断标准,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 ４　 工具变量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外出务
工经历

农业 ＴＦＰ 外出务
工经历

农业 ＴＦＰ 外出务
工经历

农业 ＴＦＰ 外出务
工经历

农业 ＴＦＰ

外出务工经历 －２. ０１２３∗∗ －２. ０２８１∗∗ －１. ７８７９∗∗ －１. ８２０４∗∗

(０. ８７８６) (０. ９６０８) (０. ８６８２) (０. ９０６８)
上期外出务工率 ０. １４１７∗∗∗ ０. １３０３∗∗∗ ０. １３２０∗∗∗ ０. １３１７∗∗∗

(０. ０４５７) (０. ０４５１) (０. ０４２７) (０. ０４４５)
个体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庄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农业服务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弱工具检验 Ｆ 值 １９. １１０８ １３. ０８２１ １１. ５８７７ ８. ２２３８
观测值 ５７６４　 ５７６４　 ５７６４　 ５７６４　 ５７６４　 ５７６４　 ５５３０　 ５５３０　

—７５—

　 　 胡　 祎:返乡者的“效率悖论”:外出务工经历何以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四)稳健性分析

１. 调整农业 ＴＦＰ 测算方法。 现有研究对微观层面农业 ＴＦＰ 的计算方法并不统一,主要体现在

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和固定效应的选择上,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对象和数据特征有不同的做法

(盖庆恩等,２０１７;Ｃｈａｒｉ 等,２０２１;Ａｄａｍoｐoｕｌoｓ 等,２０２２)。 因此,本文尝试调整这两个方面的设定,以
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在生产函数设定上,本文参照朱喜等(２０１１)的做法,将资本投入定义为农户的农业经营总成本。
然而,也有学者将资本投入定义为农业固定资产价值,将农业经营总成本视为中间投入(李谷成等,
２０１０;王璐等,２０２０)。 为避免生产函数形式设定的差异影响到对农户农业 ＴＦＰ 的估计,本文尝试调

整农户农业生产函数形式,引入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四个要素,重新估算农

户农业 ＴＦＰ,并以重新估算出的农业 ＴＦＰ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５ 的

(１) ~ (３)列所示。
在固定效应的选择上,本文参照王璐等(２０２０)的做法,控制了村庄层面的固定效应。 然而,本文

样本量相对较小,控制村庄层面固定效应导致模型自由度下降过大,因此本文也参照盖庆恩等

(２０１７)、Ｃｈａｒｉ 等(２０２１)的做法,控制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重新估计农业 ＴＦＰ 并进行回归分析。 具

体回归结果如表 ５ 的(４) ~ (６)列所示。
表 ５ 结果显示,在调整农户农业 ＴＦＰ 计算方法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说明对农户农业生产函数设定和固定效应选择上的差异并未对本文核心结论产生重大影响。

表 ５　 调整农业 ＴＦＰ 测算方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引入四类投入要素 控制省级固定效应

农业 ＴＦＰ 外出务
工经历

农业 ＴＦＰ 农业 ＴＦＰ 外出务
工经历

农业 ＴＦＰ

外出务工经历 －０. １０６７∗∗∗ －１. ８２４９∗∗ －０. １０４０∗∗∗ －１. ７１５５∗

(０. ０３６６) (０. ９０８２) (０. ０３６１) (０. ８７８０)
上期外出务工率 ０. １３１７∗∗∗ ０. １３１７∗∗∗

(０. ０４４５) (０. ０４４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５５５６　 ５５３０　 ５５３０　 ５５５６　 ５５３０　 ５５３０　

　 　 注:(１)(４)列为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２) (３) (５) (６)列为在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

结果

２.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为验证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否受到农民外出务工经历定义方式的影响,本
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有的村庄所在县域产业比较发达,这些村庄内的农民不需要离开本县就能

找到合适的工作,而这些非农工作经历同样能通过前文所述机制影响到他们的农业 ＴＦＰ。 鉴于此,本
文构建一个新的核心解释变量“上期跨乡镇务工经历”,并代入模型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结

果显示,将核心解释变量调整为“上期跨乡镇务工经历”后,该变量依然显著,且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

相比变化不大。 这说明,在对农民外出务工经历的定义上,采用“跨县”还是“跨乡镇”的标准对本文

核心结论的影响不大。

—８５—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２５ 年第 １０ 期　 　

∗ 由于本文数据涉及的时间较短,因此对资本投入量的计算没有使用永续盘存法,而是使用了农业固定资产原值



表 ６　 调整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农业 ＴＦＰ
(２)

跨乡镇务工经历
(３)

农业 ＴＦＰ

跨乡镇务工经历 －０. １１８８∗∗∗ －１. ８７９３∗∗

(０. ０３６４) (０. ９４０３)
上期跨乡镇外出务工率 ０. １２５９∗∗∗

(０. ０４４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５５５６　 ５５３０　 ５５３０　

　 　 注:(１)列为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２) (３)列为在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２)

(３)列中 ２ＳＬＳ 估计使用的工具变量为村级层面的“上期跨乡镇务工率”,其构建方法与前文所述工具变量“上期外出

务工率”类似

３. 内生转换模型估计。 虽然前文已通过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但考虑到工具变量

的选择很难做到完美,因此本文还通过内生转换模型来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内生转换模型能够

通过估计内生变量的选择方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选择偏误造成的影响(Ｍａｄｄａｌａ,１９８３)。 具体估

计结果如表 ７ 所示。 以“外出务工经历” 为分组变量时,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简称 ＡＴＴ) 为

－０. ９９４８,对照组的平均处理效应(简称 ＡＴＵ)为－０. ５４１２;以“跨乡镇务工经历”为分组变量时,ＡＴＴ
为－１. ０４６０,ＡＴＵ 为－０. ４５９２;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上述估计结果虽然在系数

大小上与基准回归有一定差异,但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稳定为负,说明虽然外出务工

经历对农户农业 ＴＦＰ 影响的大小还有待讨论,但肯定存在负向影响。

表 ７　 内生转换模型估计结果

以“外出务工
经历” 为分组
变量

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样本(观测值＝ ９８１) 无外出务工经历的样本(观测值＝ ４５４９)

处理组 (伪)控制组 ＡＴＴ (伪)处理组 控制组 ＡＴＵ

５. ７１６６ ６. ７１１４ －０. ９９４８∗∗∗ ５. ２３７１ ５. ７７８３ －０. ５４１２∗∗∗

以“跨乡镇务
工经历” 为分
组变量

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样本(观测值＝ １１０４) 无外出务工经历的样本(观测值＝ ４４２６)

处理组 (伪)控制组 ＡＴＴ (伪)处理组 控制组 ＡＴＵ

５. ７０７８ ６. ７５３８ －１. ０４６０∗∗∗ ５. ３２２９ ５. ７８２１ －０. ４５９２∗∗∗

４. 工具变量近似外生下的稳定性检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计量经济学家开始放松传统工具变

量估计的模型设定,讨论近似外生工具变量下的稳健推断方法(Ｃoｎｌｅｙ 等,２０１２;Ｋｒａａｙ,２０１２)。 本文

参照 Ｃoｎｌｅｙ 等(２０１２)的思路,将严格的排他性约束替换为工具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存在一定的影

响,假定其参数具有某个取值范围或先验分布,然后根据参数的先验信息构造出回归系数的置信区

间,以检验在工具变量非完全外生时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基于 Ｃoｎｌｅｙ 等(２０１２)的方法,在置信区间

集合方法(ＵＣＩ)下对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置信区间的估计结果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显示,在伽马(ｇａｍｍａ)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０. １ 和 ０. １ 时,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

ＴＦＰ 影响系数的 ９５％置信区间为[－２. ５０１７,－０. ２２６７],未包含 ０ 和正值。 这一结果说明,即使本文选

择的工具变量存在轻微内生性,也不会对本文的核心结论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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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工具变量近似外生条件下核心解释变量影响系数的 ９５％置信区间

五、机制分析

(一)外出务工使返乡者务农专业性下降

在工业化、数字化赋能农业发展的环境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技术更新快。 外出务工使返乡者

长期远离一线农业生产,当他们返乡回归农业时,过去的农业经验已经不再适用。 与留守务农者相

比,他们对新型农业技术(例如农作物新品种、农药、化肥)、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例如农业社会化服

务、生产托管)、最新的农业支持政策(例如农业补贴、农业保险)的掌握程度较低,这可能导致他们展

现出农业 ＴＦＰ 偏低的特征。
如果上述机制存在,即长期离农导致务农专业性下降是返乡务农者农业 ＴＦＰ 偏低的重要原因,

那么随着他们返乡后连续务农时间延长,这种影响将会逐渐减小,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地适应和学习,
他们将重新掌握最新的农业技术、政策和经营模式,长期离农导致的技术缺口将被逐渐抹平。 为此,
本文以连续务农时间是否超过 ５ 年为标准,将家庭主事者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分为两组,再将这两

组农户与家庭主事者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分别组成两个新的子样本,进行 ２ＳＬＳ 回归,通过观察

连续务农时间不同的两组有外出务工经历农户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农户在农业 ＴＦＰ 上差异的大小,
来判断这种机制是否存在。 为了让这种差异体现得更加明显,本文还将农户依据经营规模的均值

(１１. ７２７９ 亩)分为两组,分别进行上述回归。 分组的回归结果如表 ８ 的(１) ~ (４)列所示。 结果显示,
对于规模较小的农户,无论务农时间有多长,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 ＴＦＰ 都没有显著影响;对于规模较

大的农户,如果务农时间超过 ５ 年,则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 ＴＦＰ 的负向影响有所下降。 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务农专业性下降的机制确实存在,且主要作用在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群体上。
此外,如果对现代农业技术掌握不足和对新的农业经营模式不熟悉是返乡务农者短期内农业

ＴＦＰ 偏低的重要原因,那么在村级层面开展农业服务应该能加速这一负面效应的缓解。 为此,本文在

模型中加入了外出务工经历与村庄层面农业服务变量的交互项,重新进行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如表 ８ 的

(５)列所示。 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与农业技术培训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村级层面开展

技术培训,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 ＴＦＰ 的负面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返乡初

期对农业技术掌握不足和对农业经营模式不熟悉是返乡务农者农业 ＴＦＰ 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外出

务工积累的通用型人力资本转化为农业专用型人力资本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和时间过程。 这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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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加快返乡务农者的技术追赶过程,减少通用型人力资本转化为农业专用型人

力资本的成本和时间,从而更好地发挥返乡务农者在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优势。

表 ８　 对务农专业性下降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农业 ＴＦＰ 农业 ＴＦＰ 农业 ＴＦＰ

经营规模较小组 经营规模较大组

务农时间
<５ 年

务农时间
≥５ 年

务农时间
<５ 年

务农时间
≥５ 年

(１) (２) (３) (４) (５)

外出务工经历 －２. ２７９７ －１. ５１８６ －５. ２３２６∗∗ －４. １８４７∗ －２. ２８７５∗∗

(３. ７０７８) (１. ３７３６) (２. ２６８０) (２. ３３９７) (０. ９０４４)
外出务工经历×农业技术培训 ０. ４４９８∗

(０. ２７１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４９４　 ３９０７　 １２３８　 １３８０　 ５５３０　

　 　 注:(５)列的回归中,还加入了外出务工经历分别与统一灌溉排水、提供机耕服务、统一防治病虫灾害、统一购买

生产资料、实行种植规划的交互项,因为结果不显著,因此表中未展示

(二)外出务工经历使返乡者优先从事非农产业

农民外出务工大多从事非农产业,且在农村务工收入往往高于务农收入,因此多数返乡者更倾向

于利用在外积累的人力资本优势,在家乡附近从事熟悉的非农工作,或在部分参与家庭农业生产的情

况下,兼顾其他非农工作。 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那么家庭主事者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的农业

ＴＦＰ 更低就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家庭主事者往往是家庭中能力最强、经验最丰富、人力资本最高的成

员,家庭主事者不从事农业而让其他成员从事农业,或者家庭主事者只是部分地参与农业,说明这个

农户没有将家庭中高质量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经营中,甚至可以预期,这个家庭对农业的重视程

度也比较低,在其他要素(例如资本、技术)上的投入会比较少。
为验证这一机制,本文以“家庭主事者当前从事行业”和“家庭主事者是否兼业”∗为被解释变

量,以外出务工经历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９(１) (２)列所示。 结果显示,外出务

工经历显著降低了务农家庭中主事者从事农业的概率;同时,对于主事者从事农业的家庭,外出务工

经历显著提高了他们从事非农兼业的概率。 总体来看,外出务工经历降低了务农家庭将家庭经营重

心放在农业上的概率。
为了从结果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上述机制,本文以“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和“家庭农地经营规模”作

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出务工经历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９(３)(４)列所示。 结果显

示,家庭主事者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其家庭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更低、农地经营规模更小。 这

进一步说明,外出务工经历使返乡者倾向于从事非农产业或兼业,家庭农业经营更多以自给自足的口

粮和蔬菜供给为主。 上述结果说明,对过去就业路径依赖和务农收益激励相对不足导致的兼业化,是
部分返乡务农者的农业 ＴＦＰ 偏低的重要原因。 在存在目标偏移的情况下,部分返乡务农者追求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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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最小化、家庭食物安全、劳动时间灵活利用、特定消费偏好等,而这些收益无法在农业 ＴＦＰ 上体

现。 这同时也说明,要发挥返乡务农者的通用型人力资本,就需要保持适度的农业收益,使更多返乡

者的家庭农业经营实现从传统小农模式向现代家庭农场模式的转变。

表 ９　 对优先非农就业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１)

家庭主事者
当前从事行业

(２)
家庭主事者是否兼业

(３)
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４)
家庭农地经营规模

外出务工经历 －０. ５４４２∗ ０. ５４１７∗ －０. ８３４３∗ －２. ６３９０∗

(０. ３０４９) (０. ２７８２) (０. ４４１０) (１. ３９０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５２４６　 ４４８２　 ５５３０　 ５５３０　

　 　 注:在对“家庭主事者是否兼业”的回归中,只纳入了家庭主业为农业的样本

(三)进一步讨论:返乡务农者内部结构带来的影响

除外出务工经历本身对农户 ＴＦＰ 的影响外,拥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返乡者群体的内部结构也可能

会放大这种影响。 返乡者依据返乡动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返乡者。 对于这部分群体,返乡

是他们在城市积累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资金等资源后,在政策鼓励和市场需求的引导下,结合自身

比较优势和个人理想做出的主动选择;另一类是被动返乡者。 对于这部分群体,返乡是他们在城市难

以找到合适工作维持生存情况下的被迫选择(石丹淅等,２０１３)。 被动返乡者,实际上是经过城市劳

动力市场“筛选”后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群体,他们个人能力相对较弱,在城市积累的资源资本较少,
即使返乡务农,也难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农业 ＴＦＰ 水平。

ＣＬＤＳ 问卷对返乡者的返乡动机进行了调查,将返乡动机分为了“为了照顾家人”“回家乡也能获

得较好的收入”“在外找不到好工作”“习惯了本地生活,不习惯外地生活”“生病、受伤等身体因素限

制”五类,这五类返乡动机在返乡务农者群体中的比例分别为 ３４. ３１％、９. ００％、１１. １９％、１０. ５８％和

２４. ２１％∗。 对上述返乡动机进行归类,可将“回家乡也能获得较好的收入”定义为主动返乡,将其他

四个类别定义为被动返乡(占比 ８０. ２９％)。 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的返乡务农者群体中,被动返乡者是

大多数,占到返乡务农者群体总量的 ８０. ２９％。
如果确实如理论分析一般,被动返乡者在城市并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源资本,返乡后务农也难以实

现更高的要素配置效率,那么这种被动返乡者占大多数的返乡务农者结构,无疑会放大外出务工经历

对农户农业 ＴＦＰ 的负向影响。 为检验与主动返乡者相比,被动返乡者是否确实农业 ＴＦＰ 更低,本文

依照前文定义,将返乡务农者分为主动返乡者和被动返乡者两组,再将这两组农户与家庭主事者没有

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分别组成两个新的子样本,进行 ２ＳＬＳ 回归,通过观察主动返乡者和被动返乡者

这两组农户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农户在农业 ＴＦＰ 上差异的大小,来判断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结果如

表 １０ 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在针对主动返乡者的回归中,外出务工经历变量不显著,说明主动返乡者

与留守务农者在农业 ＴＦＰ 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针对被动返乡者的回归中,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被动返乡者与留守务农者相比农业 ＴＦＰ 更低。 上述结果反映了劳动力流

动的选择性和返乡动因的结构性差异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筛选机制和返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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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力,共同导致了返乡务农劳动力群体内部的不均衡,部分被动返乡群体的人力资本低于留守农户群

体,使得在平均水平上形成了看似矛盾实则符合市场逻辑的“效率悖论”。

表 １０　 不同返乡动机下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 ＴＦＰ 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农业 ＴＦＰ 农业 ＴＦＰ

主动返乡 被动返乡

外出务工经历　 　 　 －２９. ３９９３ －２. ４２０５∗

(４５. ９９７２) (１. ２８０４)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８９９ ４３３２

六、如何改善外出务工经历的净效应

(一)宏观层面: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 ＴＦＰ 的净效应,主要取决于宏观因素尤其是农产

品价格的影响。 在农产品价格较高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经历提升农户经营能力的功能会得到增强,外
出务工导致返乡者倾向于非农就业和返乡者大多是被动返乡的不利影响将会受到抑制,即外出务工

经历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农业 ＴＦＰ 的正向作用,同时减弱其负向作用。
从中国农业实践来看,粮食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而蔬菜和瓜果类农产品价格相对较高。 如果农

产品价格影响外出务工效应发挥的机制确实存在,那么应该可以观察到,返乡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农

业 ＴＦＰ 相对较低,而返乡从事蔬菜、瓜果种植的农户农业 ＴＦＰ 相对较高。
鉴于此,本文根据农户是否种植蔬菜和瓜果,将样本农户分为粮食种植和果蔬种植两个子样本,

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１１ 所示。 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使种植粮食的农户农业 ＴＦＰ 显著下降,
但对种植果蔬农户的农业 ＴＦＰ 影响不显著。 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验证了上述分析,即农产品价格会

影响到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 ＴＦＰ 影响的净效应,当农产品价格提高时,外出务工经历将更好地发挥

其对农业 ＴＦＰ 的正向作用。

表 １１　 基于作物品种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农业 ＴＦＰ

粮食种植 果蔬种植

外出务工经历　 　 　 －１. ４１９２∗ －１. ２４２１
(０. ７５５６) (１. ５２１６)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系数组间差异　 　 　 ０. １７７１
观测值　 　 　 　 　 　 ３５２３ ８５５

　 　 注:系数组间差异检验的 ｐ 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５００ 次)计算得到。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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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观层面:村庄发展环境的影响

从中观层面来看,返乡者所在村庄的发展环境对他们的农业 ＴＦＰ 存在重要影响。 村庄经济发展

水平和村庄交通便捷程度是村庄发展环境的重要特征,前者反映了村庄产业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

平,后者影响到村庄与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在农产品价格较高的情况下,村
庄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更便捷的交通有利于返乡务农者充分发挥其在外积累的人力资本、社会资

本和资金优势,例如更方便地获得生产资料和技术指导,更便捷地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等,这有助于

他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农业 ＴＦＰ。 但在农产品价格较低的情况下,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便

捷度越高,越会对农户的农业 ＴＦＰ 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产业和交通在支持农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当地

村民的非农就业创造了更多机会。 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城市积累了一定技能和经验的返乡者,在这样

的情况下,反而会放大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 ＴＦＰ 的负面影响。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检验在不同村庄发展环境下,家庭主事者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

ＴＦＰ 影响的差异。 首先,考察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本文以村庄人均年收入的中位数为标准,将
全部样本村分为低收入村和高收入村两个子样本,分别回归,结果如表 １２ 的(１)(２)列所示;其次,考
察村庄交通情况的影响。 本文以村庄距离县城距离的中位数为标准,将全部样本村分为交通发达村

和交通闭塞村并分别回归,结果如表 １２ 的(３)(４)列所示;最后,考察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情况

的综合影响。 鉴于村庄地形会同时影响到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便捷程度∗,本文根据村庄地

形,将所有样本村分为平原村和丘陵或山地村两个子样本,分别回归,结果如表 １２(５)(６)列所示。
表 １２ 结果显示,在高收入村、交通发达村,家庭主事者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 ＴＦＰ 的负向

影响更大,这一结果与本文的预期相符,即在非农就业收入显著高于务农收入的情况下,产业发达、交
通便捷的村庄为农民创造了更好的非农就业条件,放大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 ＴＦＰ 的负向影响。 地

形分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交通相对便捷的平原村,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

ＴＦＰ 的负向影响更大,再次证明了上述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村庄发展环境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关
键取决于宏观环境下务农收益与务工收益的对比。

表 １２　 基于村庄发展环境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农业 ＴＦＰ 农业 ＴＦＰ 农业 ＴＦＰ

高收入村 低收入村 交通发达村 交通闭塞村 平原村 丘陵或山地村

外出务工经历 －３. ３７７８∗ －０. ２６２９ －１. ９６８９∗ －１. ９９０３ －２. ０６９９∗∗∗ －３. ３１４４
(１. ９９９９) (０. ７３４８) (１. １５９７) (１. ５２６２) (０. ６６４４) (４. ９６４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系数组间差异 ３. １１４９∗ ０. ０２１４ １. ２４４５
观测值 ２９８０ ２５５０ ３０１３ ２５１７ ２６５３ ２８７７

(三)微观层面:农户人力资本的影响

除宏观层面的农产品价格因素和中观层面的村庄发展环境因素外,农户的个体差异也可能影响

到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 ＴＦＰ 影响的净效应,尤其是农户家庭主事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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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人力资本高的主体经营企业的能力更强(Ｂｅｃｋｅｒ,２００９)。 农户的家庭农业生产,一方面要求农

户熟悉农业技术,另一方面也要求农户有一定的经营能力(罗必良,２０２０)。 因此,从理论上分析,人
力资本高的农户的农业 ＴＦＰ 应该更高,这类农户的农业 ＴＦＰ 即使受到家庭主事者外出务工经历的负

向影响,这种影响也应该更弱。
本文从家庭主事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省份数量两个维度衡量他们的人力资本。 首先,受

教育程度能够反映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是衡量人力资本最重要的指标。 当前在农村务农的农民文

化程度普遍不高,样本中家庭主事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７. １４ 年。 鉴于此,本文将样本农户分为

“小学及以下学历”和“初中及以上学历”两个子样本,并分别回归,结果如表 １３ 的(１) (２)列所示。
其次,外出务工省份数量可以反映农民经历的丰富程度,这也是农民人力资本构成的重要方面。 创业

“多面手”理论(Ｌａｚｅａｒ,２００４)认为,经历越丰富、能力越全面,创业和经营的能力越强。 鉴于此,本文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外出务工经历”与“务工省份数量”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１３ 的(３)列
所示。

表 １３(１)(２)列结果显示,在“小学及以下学历”子样本中,外出务工经历不显著;在“初中及以上

学历”子样本中,外出务工经历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但是,两个子样本中外出务工经历的回归系数

差异检验 ｐ 值为 ０. ２８０１,说明二者的差异不显著。 (３)列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与务工省份数量的

交互项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说明丰富的务工经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出务工经历对

农业 ＴＦＰ 的负向影响。 上述结果说明,较高的人力资本确实有助于抑制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 ＴＦＰ 的

负面影响,且这种人力资本主要体现在农民外出务工经历的丰富程度上,而非学历上。

表 １３　 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农业 ＴＦＰ 农业 ＴＦＰ

小学及以下学历 初中及以上学历

外出务工经历 －２. ８２５９ －１. １３１１∗ －４. ０２５４∗

(２. ０８７４) (０. ６１９５) (２. ３７２５)
外出务工经历×务工省份数量 １. ０７２１∗

(０. ６３９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系数组间差异 １. ６９４８
观测值 ２７１９　 ２８８１　 ５５３０　

七、结论与启示

在当前农业生产日益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的情况下,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农业持续增

长主要动能,不仅关乎农业强国建设,更是破解资源禀赋与可持续发展矛盾的关键。 然而,这一进程

正遭遇令人困惑的“效率悖论”:本应作为农业现代化生力军的返乡劳动力群体,其农业生产效率表

现反而显著落后于留守农户。 当国家期待将返乡群体培育为“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时,务工经历所积累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却未能如预期转化为农业效率提升的催化剂。
本文基于 ＣＬＤＳ 数据,对上述现象展开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农业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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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 机制分析显示,产生上述

现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长期离农使返乡务农者在短期内的务农专业性下降,但这一影响会在

返乡者连续务农多年后趋于缓解和消失;第二,返乡者在外积累的非农工作经验和技能,以及当前偏

低的务农收入,使得他们返乡后更倾向于以兼业的形式从事农业,并将大部分工作重心放到非农产业

上,他们对家庭农业的重视程度较低,并没有将外出积累的各类资源资本应用到家庭农业经营上。 此

外,返乡群体的内部分化也值得重视。 当前返乡群体中,主动返乡者只是少数,因各种原因不得不返

乡的被动返乡者占比超过 ８０％,而被动返乡者相对人力资本水平更低,他们占大多数的返乡群体结

构特征加剧了整体层面上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外出务

工经历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净效应,受到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 在宏观层面,农产品价格提高有利

于提升外出务工经历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影响。 在中观层面,村庄发展环境的影响取决于宏

观层面的农产品价格因素,只有在农产品价格较高时,村庄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便捷的交通才能助

力外出务工经历正面效应的发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村庄层面开展农业技术培训,都有助于抑制外

出务工经历的负面效应。 在微观层面,人力资本较高的返乡者能更好地发挥外出务工经历的正面效

应,这种人力资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返乡者外出务工经历的丰富程度而非学历上。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 第一,应适度提高农业补贴,避免农产品价格过低,激励

返乡者从事专业化、商品化的农业生产。 本文研究表明,返乡务农者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偏低,并非

是因为他们在外没有积累资源资本,而是由于务农收入偏低,他们将家庭经营的重心放到了非农产业

上。 因此,要让返乡者在农业上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就要保持适度的农业收益,使更多返乡者的家庭

农业经营从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模式转向以商品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家庭农场模式。 第二,应充

分认识到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于激发返乡者农业生产经营潜力的重要作用。 返乡者虽然在外积累了大

量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资金,有实现高效率农业生产的潜力,但他们长期远离农业生产一线,对最

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方式、农业支持政策不熟悉,这限制了其潜力的发挥。 本文研究表明,在
村级层面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有效提高返乡务农者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政府需要充分

认识到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于返乡务农者的重要意义,通过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弥补返乡者

在农业技术上的不足,充分发挥返乡务农者在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优势。 具体来说:一是激活村集体

经济组织功能,从村集体层面统一对接社会化服务组织,降低农户服务采购成本;二是优化服务供给

模式,可在村级层面设计耕、种、防、收、销全流程套餐,使农户通过村级服务站实现一站式采购;三是

建立村级服务经纪人制度,选聘熟悉农情的村民,经过培训认证后成为村级服务经纪人,负责服务的

供需撮合、质量监管、技术代跑等,以提升服务质量。 第三,应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市场建设,提高土

地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环境下,返乡务农者大部分并未将家庭经营的重心放在

农业上,但由于经营自家农地几乎“零成本”,因此很多返乡者以兼业的形式从事小规模、粗放型、自
给型的家庭农业生产,从这个角度看,劳动力返乡阻碍了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因此,未来应进一步

健全土地流转机制,让不以农业为主的返乡者安心退出农业,将土地经营权适度集中到少部分以务农

为主的高人力资本返乡者手中,将其培育为现代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各种

资源和资本在农业中发挥作用,实现规模经济下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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